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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底栖动物作为湖泊生态修复中常用的淡水生物类群，对维持和稳定湖泊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具有重要作用，探
明底栖动物群落演变特征对湖泊生态修复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于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７ 年对太湖五里湖底栖动物群

落结构开展了 １１ 年的长期调查，结合底栖动物历史数据以及水体、沉积物和浮游植物等相关资料的分析，探讨了五里湖

底栖动物群落结构演变特征及潜在的影响因素． 在综合分析底栖动物及环境因子变化特征的基础上，结合五里湖开发与

修复工程的特点和发生时间，发现五里湖底栖动物群落演变过程总体可划分为自然演变、快速退化、生境修复和缓慢恢

复 ４ 个阶段． 在自然演变阶段，生境特征为底栖动物群落演变的直接影响因素，如水深、溶解氧和底质类型等；在快速退

化阶段，人类活动干扰（如围湖造田）剧烈成为此阶段底栖动物群落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在生境修复阶段，五里湖内开

展的综合整治（包括生态清淤、污水截流、退渔还湖、动力换水、生态修复、湖岸整治和环湖林带建设等工程）等各项生态

修复工程成为群落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在此阶段底栖动物优势种仍为耐污种；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进入缓慢恢复期，软体

动物投放成为底栖动物群落演变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铜锈环棱螺等软体动物成为优势种．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及底栖动

物在生态修复中的应用实践，今后应加强对底栖动物生态修复投放过程及之后的维护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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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２０１７ＺＸ０７２０３⁃００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３１６７０４６６）和中国科学院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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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栖动物作为水生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或消费者，对维持水生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１⁃２］ ． 底栖动物中的一些物种不仅能够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还可以被用来指示水体的污染状况［３］ ，其中

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水平就常与水体的污染状况关系密切［４］ ． 此外，大量研究表明，底栖动物中的一

些大型滤食性软体动物具有极强的滤食能力，可通过滤食作用明显降低水体中浮游植物、有机碎屑和无机

颗粒等物质的含量，从而提高水体透明度，改善水质［５⁃７］ ． 滤食性软体动物亦被应用到太湖五里湖的生态修

复中，对水体透明度的提升和氮、磷等营养物质含量的降低起到了良好效果［８］ ．
五里湖，又称蠡湖，与太湖北部梅梁湾相连，面积约 ８．６ ｋｍ２，东西长约 ６ ｋｍ，南北宽为 ０．３～１．２ ｋｍ，湖岸

线长约 ２１ ｋｍ［９］ ，是我国城市浅水湖泊生态修复治理的典型代表． １９５０ｓ 时，该湖基本处于原始状态，湖水清

澈见底，湖内水草丰茂． 但自 １９５０ｓ 末期以来，受围垦、养殖、建闸等人类活动影响，湖泊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

坏，至 １９９０ｓ 初，湖内大型水生植物及大型底栖动物基本消失［１０⁃１２］ ． 为了恢复五里湖生态系统健康，从 １９８０ｓ
末期开始对五里湖进行局部修复，到 ２０００ 年时开始进行污染源控制，再到 ２００２ 年开展综合整治工程［１３］ ，这
一系列的生态修复措施使湖内水质得到明显改善，湖泊生态系统功能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１４⁃１５］ ． 自 ２００６
年开始，五里湖内开始投放螺、蚌、蚬等大型软体动物用于湖体生态修复． 然而，关于近几十年来五里湖内底

栖动物群落演变特征及其对环境治理与恢复过程的响应尚无研究．
本文以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７ 年五里湖底栖动物季度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文献资料，探讨了五里湖底栖动物群

落的演变规律． 同时，搜集了近几十年来水质、沉积物及浮游植物等相关历史资料，综合考虑五里湖内开展

的重要生态修复工程，分析了五里湖底栖动物群落演变特征的主要影响因素． 最后，针对底栖动物在水体生

态修复中的应用现状，结合五里湖底栖动物生态修复应用情况，提出了底栖动物在生态修复应用中的几点

建议，以期为五里湖及类似城市湖泊生态修复中底栖动物应用及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图 １ 五里湖底栖动物长期监测点位分布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ｚｏｏｂｅｎｔｈｏ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Ｗｕｌｉ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获取

文中所用数据主要包括 １９５０ 年以来五里湖水体理

化参数、浮游植物密度与优势种、沉积物理化参数以及

底栖动物密度、生物量与优势种数据． 其中，水体理化

数据来自文献［９，１１，１５⁃２２］，浮游植物密度与生物量

数据来自文献［１１］，沉积物理化数据来自文献［１１，１６，
１９，２２⁃２４］，２００７ 年之前的底栖动物数据来自文献［１１，
１９， ２５］． 此外，浮游植物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数据以及部分

底栖动物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太湖湖泊生态系统研究

站，２００７ ２０１７ 年底栖动物数据来自本文作者对五里

湖的长期季度监测，在五里湖布设了两个长期监测点

（图 １）． 以上所有年度数据均为该指标当年的年平

均值．
本研究中使用 １ ／ ４０ ｍ２ 改良版彼得森采泥器采集

底栖动物样品，每个点位采集 ３ 次，样品的采集、前处

理及种类鉴定的详细方法参考文献［２６］，水质类别标准参照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 ３８３８ ２００２）．
１．２ 环境因子测定方法

本研究中涉及的主要环境因子包括高锰酸盐指数 （ ＣＯＤＭｎ ）、总氮 （ ＴＮ）、氨氮 （ ＮＨ３ ⁃Ｎ）、硝态氮

（ＮＯ－
３ ⁃Ｎ）、总磷（ＴＰ）、正磷酸盐（ＰＯ３－

４ ⁃Ｐ）、叶绿素 ａ（Ｃｈｌ．ａ）、溶解氧（ＤＯ）和透明度（ＳＤ）等水体理化参数以

及浮游植物群落相关参数． 其中，ＤＯ 和 ＳＤ 分别使用 ＹＳＩ ６６００ Ｖ２ 和塞氏盘现场测定，其他水体理化参数的

检测均参考水质分析标准方法［２７］ ，浮游植物相关生物参数的测定参考文献［２８］．
１．３ 五里湖生态修复历程简介

近几十年来，五里湖开发及生态修复主要事件如表 １ 所示． 五里湖人类开发活动自 １９５０ｓ 末期开始，至



７６４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２０，３２（３）

２００３ 年，围湖造田、围地养鱼和水产养殖已成为五里湖水体的第二大污染源． 五里湖生态修复过程从 １９８０ｓ
末开始，修复措施主要包括局部修复、污染源控制和综合整治． 其中，局部修复主要为小范围水生植物种植，
综合整治中生态修复工程主要为对五里湖水生植物系统的重建，在修复过程中开展保水渔业项目，投放软

体动物和鱼类，并建立示范区．

表 １ 五里湖开发及生态修复重点项目简介

Ｔａｂ．１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Ｌａｋｅ Ｗｕｌｉ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ｃａｄｅ

项目类型 时间 内容 参考文献

养殖 １９６０ｓ 后期开始 全湖放养草鱼 ［１１］
局部修复 １９８０ｓ 末 １９９０ｓ 中期 种植水生植物，共进行 ３ 次局部修复 ［１３，２０］

养殖 １９９０ｓ 全湖放养鲢鳙鱼，统一经营 ［１４］
污染源控制 ２０００ 年开始 太湖流域“零点”行动为起点，主要为控制直接入湖

的生活和工业污染
［１３］

综合整治 ２００２ 年开始 生态清淤、污水截流、退渔还湖、动力换水、生态修
复、湖岸整治和环湖林带建设 ６ 大工程

［１５，１９，２２⁃２３，２９⁃３１］

１．４ 数据分析

１．４．１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生物多样性指数（Ｈ′）通过以下公式进行计算［３２］ ：

Ｈ′ ＝ － ∑
Ｓ

ｉ ＝ １

ｎｉ

Ｎ
æ

è
ç

ö

ø
÷ ｌｎ

ｎｉ

Ｎ
æ

è
ç

ö

ø
÷ （１）

式中， ｎｉ 为第 ｉ 种底栖动物的密度，Ｎ 为该点位样本中底栖动物总密度． 关于底栖动物多样性的评价标准可

参考文献［３３］．
１．４．２ 物种优势度　 底栖动物物种优势度通过以下公式进行计算［３４］ ：

Ｙ ＝
ｎｉ

Ｎ
æ

è
ç

ö

ø
÷ ｆｉ （２）

式中， ｎｉ 为第 ｉ 种底栖动物的密度，Ｎ 为该点位样本中底栖动物总密度， ｆｉ 为该物种在各点位出现的频率，物
种优势度 Ｙ＞０．０２ 的物种为优势种．
１．４．３ 统计分析　 文中使用 ＩＢＭ ＳＰＳＳ ２４．０ 对底栖动物和环境因子数据进行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等级相关分析． 此外，
文中点位图的绘制由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完成，而其他图的绘制均由软件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１６ 完成．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水质变化特征

１９５０ 年以来五里湖水体理化特征变化显著（图 ２），ＣＯＤＭｎ浓度的变化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 １ 阶段，
１９５０ｓ １９８０ｓ，浓度均值仅为 ２．５３ ｍｇ ／ Ｌ，可达Ⅰ类或Ⅱ类水标准；第 ２ 阶段，１９９０ｓ 初期，此时 ＣＯＤＭｎ浓度急

剧上升，均值可达 ２４．８３ ｍｇ ／ Ｌ，峰值为 ５７ ｍｇ ／ Ｌ，水质均处于Ⅴ类或劣Ⅴ类标准；第 ３ 阶段，１９９０ｓ 末期至今，
此阶段 ＣＯＤＭｎ浓度整体呈降低趋势，其平均值为 ６．４５ ｍｇ ／ Ｌ，水质基本处于Ⅳ类及以上标准，２０１２ 年时可达

Ⅱ类水．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ＣＯＤＭｎ浓度与 ＴＮ 浓度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 ．
五里湖水体中 ＴＮ、ＮＨ３ ⁃Ｎ 和 ＮＯ－

３ ⁃Ｎ 浓度的变化趋势相似且互相之间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 ． 已有数

据显示，ＴＮ 浓度在 １９８０ｓ 初期仍处于较低水平，在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１ 年时，浓度仍仅为 ０．８５ ｍｇ ／ Ｌ，可达Ⅱ类水标

准；而在 １９８７ ２００８ 年期间，各年 ＴＮ 浓度均已超过 ２ ｍｇ ／ Ｌ，均值为 ５．６４ ｍｇ ／ Ｌ，在 １９９４ 年达到最大值 １０．９２
ｍｇ ／ Ｌ，并分别在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５ 年达到阶段性峰值；２００８ 年之后，ＴＮ 浓度出现明显下降，均值为 １．３７ ｍｇ ／ Ｌ，
水质为Ⅳ类水标准，但在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年时浓度再次升高为 ２．６５ ｍｇ ／ Ｌ． ＮＨ３ ⁃Ｎ 和 ＮＯ－

３ ⁃Ｎ 浓度均在 ２００２ 年达

到最大值，分别为 ５．０８ 和 １．２１ ｍｇ ／ Ｌ． 其中，ＮＨ３ ⁃Ｎ 浓度在 １９５０ｓ 和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１ 年期间分别可达Ⅰ类和Ⅱ类

水标准；在 １９９２ ２００２ 年期间，均值高达 ３．４９ ｍｇ ／ Ｌ，大部分时间为劣Ⅴ类水；２００７ 年开始，ＮＨ３ ⁃Ｎ 浓度大幅

度下降，至 ２０１４ 年期间，均值仅为 ０．２４ ｍｇ ／ Ｌ，水质可达Ⅰ类和Ⅱ类水标准，但在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年时又出现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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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５０ 年以来五里湖水质指标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Ｗｕｌｉ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５０

大幅度的升高． ＮＯ－
３ ⁃Ｎ 浓度在 １９８０ｓ 时要高于 ＮＨ３ ⁃Ｎ 的浓度，此外，与 ＴＮ 和 ＮＨ３ ⁃Ｎ 浓度的变化趋势略有不

同，在 １９９０ｓ 期间，ＮＯ－
３ ⁃Ｎ 浓度出现明显下降；ＮＯ－

３ ⁃Ｎ 浓度在 ２００２ 年达到最大值之后呈不断下降趋势，但其

在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年时同样出现较大幅度的升高．
五里湖水体中 ＴＰ 浓度在 １９８１ 年时仅为 ０．０２ ｍｇ ／ Ｌ，可达Ⅱ类水标准，之后开始升高，并在 １９９２ 年达到

最大值 ０．３８ ｍｇ ／ Ｌ，此后直到 ２００２ 年，其浓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水质在大部分时间亦处在劣Ⅴ类标准． 在

２００２ 年之后，五里湖水体 ＴＰ 浓度明显降低，２００２ ２０１４ 年期间平均值为 ０．０８ ｍｇ ／ Ｌ，可达Ⅳ类水标准，在某

些年份已达到Ⅱ类，甚至Ⅰ类水平． 同样地，ＴＰ 和 ＰＯ３－
４ ⁃Ｐ 浓度在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年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升．

在 １９５１ 年时，ＰＯ３－
４ ⁃Ｐ 浓度仅为 ０．０１ ｍｇ ／ Ｌ，在 １９９４ 年时达到最大值 ０．０９ ｍｇ ／ Ｌ，之后不断降低，但在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年之后再次出现上升趋势，在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年时已达到 ０．０７ ｍｇ ／ Ｌ．
从整体上看，Ｃｈｌ．ａ 浓度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呈波动下降趋势，其在 ２００１ 年出现最大值 ０．０８ ｍｇ ／ Ｌ，在 １９９３、

２００３ 和 ２００７ 年时分别出现阶段性谷值，自 ２００７ 年降至最小值 ０．００８ ｍｇ ／ Ｌ 后，近几年来呈不断上升趋势． 除
在 １９９２ 年和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年时出现极低值，ＤＯ 浓度在其他年份均处于较高值（＞ ８ ｍｇ ／ Ｌ），但从整体上看，
水体中 ＤＯ 浓度存在下降趋势． 在 １９５０ｓ 时，水体 ＳＤ＞１．４ ｍ，自 １９８０ 年开始，ＳＤ 值降至 ０．５ ｍ 以下，特别是

在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年期间，ＳＤ 值仅为 ０．２８ ｍ，在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年时恢复至 ０．５１ ｍ．
综上所述，除 ＤＯ 浓度和 ＳＤ 外，五里湖水体各水质指标之间存在相似的变化规律，相关性分析结果也印

证了这一点（表 ２）． 各指标均在 １９８０ｓ １９９０ｓ 期间开始显著升高，大部分在 １９９４ 年或 ２００２ 年时达到最大

值，在 ２００７ 年附近降至最低值． 此外，大部分水质指标均在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年出现一定程度的升高． 在水质较

差的时期，ＣＯＤＭｎ、ＴＮ、ＮＨ３ ⁃Ｎ 和 ＴＰ 均达到劣Ⅴ类，而在 ２００７ 年之后水质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２．２ 沉积物理化性质变化特征

五里湖沉积物中 Ｎ 含量在 ２００２ 和 ２０１３ 年时处于峰值，以 ２０１３ 年时为最高，而在 ２００１ 和 ２０１２ 年时处

于谷值， 以 ２０１２ 年时为最低． 沉积物中 Ｐ 含量先增加后降低，其中以 ２００２ 年时为最高，１９５０ｓ 时最低，且在



７６６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２０，３２（３）

表 ２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结果

Ｔａｂ．２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ＤＭｎ ＴＮ ＮＨ３ ⁃Ｎ ＮＯ－
３ ⁃Ｎ ＴＰ ＰＯ３－

４ ⁃Ｐ Ｃｈｌ．ａ ＤＯ ＳＤ

ＣＯＤＭｎ １
ＴＮ ０．６２７∗ １

ＮＨ３ ⁃Ｎ ０．４８３ ０．６７３∗ １
ＮＯ－

３ ⁃Ｎ ０．０２４ ０．７８３∗ ０．５００ １
ＴＰ ０．５１８ ０．５０３ ０．７２１∗ ０．１３３ １

ＰＯ３－
４ ⁃Ｐ ０．１００ ０．７１４ ０．４２９ ０．６５７ ０．４８６ １

Ｃｈｌ．ａ －０．０５０ ０．２２４ ０．７００∗ －０．０４８ ０．６６１∗ ０．２００ １
ＤＯ ０．０８６ －０．０３６ －０．６７９ －０．１０７ －０．２８６ －０．３００ －０．７１４ １
ＳＤ －０．３６７ ０．２３３ ０．５４８ ０．４５２ ０．０８３ ０．９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７１４ １

∗表示 Ｐ＜０．０５， ∗∗表示 Ｐ＜０．０１．

表 ３ 五里湖沉积物理化性质的变化

Ｔａｂ．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ｋｅ Ｗｕｌｉ

时间 Ｎ ／ （ｍｇ ／ ｇ） Ｐ ／ （ｍｇ ／ ｇ） ＴＯＣ ／ （ｍｇ ／ ｇ）

１９５０ｓ ０．０２３ ７．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年 １．８１ ０．７１ ２５．１

２００１ 年 １．１９ ２．６１ ４０．４
２００２ 年 ２．２５ ２．８０ ４０．７
２００３ 年 １．４８ ０．７５ ２７．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６ ０．５９ １９．６
２０１３ 年 ２．３１ ０．５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４２ ０．５６ １７．５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年时高于沉积物中的 Ｎ 含量． 沉积物中

ＴＯＣ 含量的变化趋势与 Ｐ 含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同
样在 ２００２ 年时达到最大值． 虽然 ２０１５ 年时沉积物中

Ｐ 和 ＴＯＣ 含量相对 ２００２ 年时明显降低，亦低于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年时的含量，但仍远高于 １９５０ｓ 时的水平（表 ３）．
２．３ 浮游植物群落变化特征

在 １９５１ 年时，五里湖水体中浮游植物密度仍处于

较低水平，仅为 ２．６７×１０５ ｃｅｌｌｓ ／ Ｌ，但在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年

时，浮游植物密度已增加至 ４．１７ × １０７ ｃｅｌｌｓ ／ Ｌ（图 ３）．
在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年期间，浮游植物密度出现一定程度的

下降，平均为 １．４９ × １０７ ｃｅｌｌｓ ／ Ｌ． 在 ２０１４ 年时，浮游植

物密度达到近几年的最大值 ７． ０３ × １０７ ｃｅｌｌｓ ／ Ｌ． 自

１９５１ 年以来，五里湖浮游植物优势种也发生了变化．

图 ３ 近几十年来五里湖浮游植物丰度变化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ｋｅ Ｗｕｌｉ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ｃａｄｅｓ

在 １９５１ 年时，五里湖浮游植物以硅藻门和隐藻门种类

占优势． 到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年时，浮游植物以蓝藻门和绿

藻门种类为主，其中又以色球藻属（Ｃｈｒｏｏｃｏｃｃｕｓ）、微囊

藻属（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和栅列藻属（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占优势，已
开始出现较为严重的蓝藻水华． 在 ２００８ 年之后，浮游

植物又以隐藻门、绿藻门和蓝藻门种类占优势，但在夏

季时，仍以蓝藻门的颤藻属（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ｉａ）、束丝藻属

（Ａｐｈａｎｉｚｏｍｅｎｏｎ）和鱼腥藻属（Ａｎａｂａｅｎａ）种类为主要

优势种．
２．４ 底栖动物群落变化特征

近几十年来，五里湖底栖动物密度变化情况可分

成 ４ 个阶段． 在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２ 年期间，底栖动物密度较

低，平均仅为 ７８９ ｉｎｄ． ／ ｍ２，在 １９９５ 年时达到阶段密度

峰值 ３８６０ ｉｎｄ． ／ ｍ２ ． 在 ２００６ 年时，底栖动物密度降至

１００８ ｉｎｄ． ／ ｍ２，并在 ２００７ 年升至阶段峰值 ２２９５ ｉｎｄ． ／
ｍ２，２００９ 年时再次降至谷值 １０５９ ｉｎｄ． ／ ｍ２ ．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年期间，底栖动物密度均较高，平均为 ３１５１ ｉｎｄ． ／ ｍ２，在 ２０１３ 年时达到最大值 ３９２０ ｉｎｄ． ／ ｍ２ ．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年期

间，五里湖底栖动物密度一直较低，平均仅为 ８４４ ｉｎｄ． ／ ｍ２，期间在 ２０１５ 年时密度略高，在 ２０１７ 年时达到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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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小值 ４６０ ｉｎｄ． ／ ｍ２（图 ４）．
２００２ 年时，五里湖底栖动物生物量较高，为 ２６．７５ ｇ ／ ｍ２ ［１９］ ，之后显著下降，并在 ２００８ 年达到生物量最小

值 ２．３２ ｇ ／ ｍ２ ． 在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期间，底栖动物生物量先升高后降低，平均仅为 ６．９７ ｇ ／ ｍ２，在 ２０１２ 年时达到

峰值 １４．６９ ｇ ／ ｍ２ ． ２０１４ 年时，底栖动物生物量突然升高，达到最大值 ２５８．３ ｇ ／ ｍ２，之后开始下降，但仍处于较

高值（图 ４）．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五里湖底栖动物生物量与 Ｃｈｌ．ａ 浓度和浮游植物丰度均呈显著正相关，
相关系数均为 ０．８３．

图 ４ 近几十年来五里湖底栖动物密度及生物量变化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ｏｏｂｅｎｔｈｏｓ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Ｌａｋｅ Ｗｕｌｉ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ｃａｄｅｓ

图 ５ 近 １０ 年来五里湖底栖动物物种数及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ｚｏｏｂｅｎｔｈｏ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Ｗｕｌｉ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ｃａｄｅ

关于 ２０ 世纪五里湖中底栖动物物种数量的历史

资料很少，但可以发现，１９５０ｓ 时，五里湖内底栖动物

物种十分丰富，仅水生昆虫就有数百种，底栖动物物

种多样性亦极高，但自 １９６０ｓ 开始，底栖动物物种数

量大量减少［１１］ ． 从图 ５ 中可以看出，在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３
年时，底栖动物物种数量在大部分年份仅为个位数，
且多样性处于较低水平． ２０１４ 年开始，底栖动物物种

数量有明显的升高，在 ２０１５ 年时达到近几年的最大

值 １９ 种，但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在 ２０１６ 年时

达到最大值． 从整体上看，近 １０ 年来五里湖底栖动物

生物多样性在大部分年份处于一般水平（１～ ２），在少

部分年份处于较差水平．
在 １９５０ｓ 年时，五里湖内大型底栖动物众多，优

势种密度以日本沼虾（Ｍａｃｒｏｂｒａｃｈｉｕｍ ｎｉｐｐｏｎｅｎｓｉｓ）为

最高，其次为大型软体动物． 但从 １９６０ｓ 开始，大型底

栖动物基本消失，到 １９９０ｓ 时，富营养化水体耐污种

寡毛类和摇蚊幼虫等已成为五里湖的优势种［１１］ ． 在

之后的近 ２０ 年的时间里，五里湖底栖动物在大部分年份均以霍甫水丝蚓（Ｌｉｍｎｏｄｒｉｌｕｓ ｈｏｆｆｍｅｉｓｔｅｒｉ）优势度为

最高，少数年份以中国长足摇蚊（Ｔａｎｙｐ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优势度最高． 在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期间，五里湖内

底栖动物优势种均为霍甫水丝蚓和摇蚊幼虫，但在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期间，几种大型腹足类软体动物和扁舌蛭

（Ｇｌｏｓｓｉｐｈｏｎｉａ ｃｏｍｐｌａｎａｔａ）亦成为优势种，特别是铜锈环棱螺（Ｂｅｌｌａｍｙａ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开始出现，并在 ３ 年中均

为优势种（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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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五里湖底栖动物优势种变化

Ｔａｂ．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ｚｏｏｂｅｎｔｈｏ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Ｗｕｌｉ

年份 优势种（优势度）

２００７ 霍甫水丝蚓（０．３９）、中国长足摇蚊（０．１４）、红裸须摇蚊（０．１１）、多巴小摇蚊 （０．０３）、花翅前突摇蚊 （０．０２）
２００８ 霍甫水丝蚓（０．３６）、中国长足摇蚊（０．２３）、红裸须摇蚊（０．０６）、花翅前突摇蚊（０．０６）
２００９ 霍甫水丝蚓（０．２８）、中国长足摇蚊（０．１６）、多巴小摇蚊（０．１２）、花翅前突摇蚊（０．０９）、红裸须摇蚊（０．０６）
２０１０ 霍甫水丝蚓（０．２３）、中国长足摇蚊（０．１３）、红裸须摇蚊（０．１１）、多巴小摇蚊（０．０６）、花翅前突摇蚊（０．０５）
２０１１ 中国长足摇蚊（０．４１）、霍甫水丝蚓（０．２０）、多巴小摇蚊（０．０９）、花翅前突摇蚊（０．０７）、红裸须摇蚊（０．０５）
２０１２ 霍甫水丝蚓（０．２５）、红裸须摇蚊（０．２３）、中国长足摇蚊（０．１６）、花翅前突摇蚊（０．０４）、多巴小摇蚊（０．０３）
２０１３ 霍甫水丝蚓（０．６４）、中国长足摇蚊（０．２４）、红裸须摇蚊（０．０３）
２０１４ 中国长足摇蚊（０．３８）、红裸须摇蚊（０．０６）、长角涵螺 （０．０５）、铜锈环棱螺（０．０２）、花翅前突摇蚊（０．０２）
２０１５ 霍甫水丝蚓（０．２０）、花翅前突摇蚊（０．１５）、中国长足摇蚊（０．０６）、扁舌蛭（０．０４）、铜锈环棱螺（０．０３）
２０１６ 霍甫水丝蚓（０．１８）、扁舌蛭（０．０７）、花翅前突摇蚊（０．０７）、红裸须摇蚊（０．０５）、中国长足摇蚊（０．０４）、铜锈环棱

螺（０．０２）
２０１７ 中国长足摇蚊（０．０８）、霍甫水丝蚓（０．０６）、多巴小摇蚊（０．０５）、花翅前突摇蚊（０．０５）、红裸须摇蚊（０．０３）、摇蚊

属一种（０．０３）

３ 讨论

３．１ 五里湖底栖动物群落演变特征

作为典型的城市浅水湖泊，五里湖底栖动物群落在近 ７０ 年来的变化与城市发展进程密切相关． 随着人

类活动的加剧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五里湖底栖动物物种数在 １９６０ｓ 时便开始出现下降，到 １９９０ｓ 时大型

底栖动物已基本消失［１１］ ，在 ２１ 世纪初期物种数已降至个位数． 同时，底栖动物群落的优势种也发生了极大

的变化，由日本沼虾和大型软体动物［１２］变为耐污性强的寡毛类和摇蚊幼虫等物种． 在经过近 ２０ 年的生态修

复之后，五里湖底栖动物物种数量在 ２０１４ 年开始小幅升高，铜锈环棱螺等近 １０ 种软体动物和日本沼虾亦开

始出现，但生物量和密度仍处于较低水平．
通过对五里湖 １９５０ 年以来底栖动物群落结构数据的分析，并结合五里湖开发与生态修复重要时间节点，

可以将五里湖底栖动物群落演变过程分为数个阶段． 第 １ 个阶段为 １９６０ｓ 初期以前，此阶段为人为干扰相对较

少的自然演变阶段． 虽然关于 １９５０ 年以前五里湖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调查资料很少，但从文献［１１－１２］中对五里

湖 １９６０ｓ 初期以前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记录可以看出，１９６０ｓ 初期以前，五里湖基本处于自然状态，底栖动物群

落物种多样性程度极高，大型底栖动物物种丰富，优势种以日本沼虾和软体动物为主． 第 ２ 阶段为 １９６０ｓ 末期

到 １９８０ｓ 末期，此阶段为剧烈负面人为干扰参与底栖动物群落快速退化阶段． 在此期间，围湖造田活动活跃，加
之 １９６０ｓ 末期开始全湖放养草鱼，并进行围地养殖，水质条件恶化，底栖动物生境遭到严重破坏，大型软体动物

基本消失，耐污种开始成为优势种［１１，２２］ ． 第 ３ 阶段为 １９９０ｓ 初期到 ２１ 世纪初期，此阶段已开始对五里湖生态系

统进行生态修复，但仍以寡毛类和摇蚊幼虫等耐污种为优势种． 在此期间，五里湖生态修复经历了局部修复、
污染源控制、综合整治等数个阶段［１３， ２０］，但其中生态清淤等措施对底栖动物群落破坏性较大，且短期内不利于

大型底栖动物物种的生存，而生态修复中投放的软体动物成活率亦较低［２２］，所以，此阶段五里湖底栖动物群落

生物多样性仍处于较低水平，优势种仍为耐污种． 第 ４ 阶段为 ２０１４ 年之后的底栖动物群落缓慢恢复期． 在此

阶段，五里湖生态修复工程初见成效，水质和其他生境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１５，２２，３５］，底栖动物生物多样性

存在一定的转好趋势，几种大型软体动物物种已成为常见种，并在某些年份中占优势．
３．２ 群落演变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以上对五里湖底栖动物群落演变过程的分析可以发现，在不同演变阶段，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特征

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明显不同． 在自然演变过程中，影响底栖动物群落演变的主要因素均与生境条件

密切相关，主要包括水深、溶解氧、底质类型等［３６⁃３８］ ． 在本研究中，虽然大部分水质与沉积物指标（除 Ｃｈｌ．ａ 之

外）与底栖动物密度和生物量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各指标的恶化与加重亦伴随着底栖动物耐污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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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的形成．
当人为产生的负面干扰增多之后，人类活动成为影响五里湖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主要因素，人类活动

主要包括围湖造田、围地养殖、污水排入等． 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五里湖内底栖动物赖以生存的适宜生境

被破坏，水体富营养化，蓝藻水华频发，使五里湖一度成为太湖水体富营养化最严重的水域［１０］ ． 而水体富营

养化则会导致大型底栖动物物种多样性降低，使寡毛类和摇蚊幼虫等耐污种成为绝对优势种［４］ ． 在本研究

中，我们亦发现底栖动物生物量与 Ｃｈｌ．ａ 浓度和浮游植物丰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也说明藻类的大量繁殖

会导致五里湖内底栖动物耐污种优势度的明显增加． 同时，五里湖水体富营养过程亦伴随着沉积物中营养

物质和有机碳含量的增加，这也从另一方面导致底栖动物耐污种优势的形成．
自 １９９０ｓ 初期开始，五里湖进入生态修复阶段，生态修复措施成为影响底栖动物群落演变的主要因素．

五里湖生态修复措施主要包括污水截流、退渔还湖、生态清淤、动力换水、水生植被恢复等［１３］ ，各项措施均有

利于底栖动物生境条件如水质、底质以及沉水植物覆盖度等的改善［２２，３９⁃４０］ ． 然而，其中的部分措施亦会对底

栖动物群落结构产生较为严重的破坏，如在生态清淤之后底栖动物物种密度和生物量均会明显下降［１９］ ． 另

外，在 ２１ 世纪初开始向五里湖内投放螺、蚌等大型软体动物用于湖体的生态修复［８， ２２］ ，这也对五里湖内的

底栖动物群落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投放初期，湖内底栖动物生物量和密度显著升高，但在之后的调查中发

现，前期投放的大量底栖动物几乎全部死亡［２２］ ． 本研究分析结果亦发现，投放之后五里湖内底栖动物群落

物种数和生物量短期内均显著升高，物种数的上升同时伴随着生物多样性指数的升高，而数年之后（２０１４
年）物种数、生物多样性指数和生物量均出现一定程度的升高，密度则下降，说明生物投放及其他生态修复

手段对五里湖底栖动物群落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３．３ 底栖动物群落修复及其应用研究展望

由于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组成与其生境状况密切相关，生境的变化会显著影响其群落组成． 另外，大量研

究表明，一些大型软体动物物种可通过其摄食控制水体中着生藻类（螺类）和悬浮颗粒物（蚌类）浓度，结合

水生植被修复可强化对特定水体水质的修复效果［５⁃６］ ，所以，底栖动物投放已普遍应用于国内外水生态修复．
基于本论文和相关研究，提出以下建议：１）进一步加强底栖动物群落原始数据的累积，并增加数据的广度

（覆盖不同生境，并增加数据采集频率）；２）加强对数据的分析，筛选影响底栖动物群落组成的关键因子，并
结合室内模拟实验，探索底栖动物群落演变机制；３）底栖动物在生态修复中的应用应更多地关注投放过程

和投放后的长效管理，比如投放前，应充分调查投放区生境现状，对不良生境应进行适度改善，如沉水植物

种植、底质改良等，待投放区生境稳定后再行投放；投放过程中，应根据投放目的和投放生物的生活史特点，
选取适宜的投放物种、个体大小［６］ 、投放时间、投放区域以及投放方式等［４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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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 ２０１５， ７５１ （ １）： ２２９⁃２４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１０７５０⁃０１５⁃２１８９⁃１．

［ ４ ］ 　 Ｇｏｎｇ ＺＪ， Ｘｉｅ Ｐ， Ｔａｎｇ ＨＪ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ｐ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ｚｏｏｂ⁃
ｅｎｔｈｏｓ． Ａｃｔａ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１， ２５（３）： ２１０⁃２１６． ［龚志军， 谢平， 唐汇涓等． 水体富营养化对大型底栖动

物群落结构及多样性的影响． 水生生物学报， ２００１， ２５（３）： ２１０⁃２１６．］
［ ５ ］ 　 Ｉｓｍａｉｌ ＮＳ， Ｄｏｄｄ Ｈ， Ｓａｓｓｏｕｂｒｅ ＬＭ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ｋｅ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ｂｙ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ｖａｌｖｅ Ａｎｏｄｏｎｔａ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ｅｎｓｉ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４９（３）： １６６４⁃１６７２．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２１ ／ ｅｓ５０３３２１２．

［ ６ ］ 　 Ｗｕ ＺＫ， Ｑｉｕ ＸＣ， Ｚｈａｎｇ ＸＦ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ｎｏｄｏｎｔａ ｗｏｏｄｉａｎａ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



７７０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２０，３２（３）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ｋｅｓ．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１８， ３０（６）： １６１０⁃１６１５． ＤＯＩ： 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１８．０６１２． ［吴中奎， 邱小常， 张修峰等． 富营

养化浅水湖泊生态修复中背角无齿蚌 （ Ａｎｏｄｏｎｔａ ｗｏｏｄｉａｎａ） 对水质改善的影响．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８， ３０ （ ６）：
１６１０⁃１６１５．］

［ ７ ］ 　 Ｃｈｅｎ ＹＸ， Ｌｕ ＸＭ， Ｈｅ Ｙ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ｍｏｌｌｕｓｋｓ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 ２９（１）： ５⁃８． ［陈玉霞， 卢晓明， 何岩等． 底栖软体动物水环境生态修复研究进展． 净
水技术， ２０１０， ２９（１）： ５⁃８．］

［ ８ ］ 　 Ｍｅｎｇ ＳＬ， Ｃｈｅｎ ＪＺ， Ｈｕ ＧＤ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ｃｏ⁃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ｆｅｅｄｉｎｇ ａｎｉｍａｌ ｏｎ ｗｅｓｔ
Ｗｕｌｉ Ｌａｋ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０９， ２５（１６）： ２２５⁃２３０． ［孟顺龙， 陈家长， 胡庚东等． 滤食性动物

放流对西五里湖的生态修复作用初探． 中国农学通报， ２００９， ２５（１６）： ２２５⁃２３０．］
［ ９ ］ 　 Ｗａｎｇ ＪＬ， Ｆｕ ＺＳ， Ｑｉａｏ ＨＸ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Ｌａｋｅ Ｗｕｌｉ，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Ｃｈｉｎ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９， ６５０： １３９２⁃１４０２．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ｓｃｉｔｏｔｅｎｖ．２０１８．０９．１３７．
［１０］ 　 Ｚｈｏｕ ＹＦ， Ｚｈｏｕ Ｙ， Ｙｏｕ 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ｐｈｙｔｉｃ ａｌｇａｅ ｏｎ ａ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ｉｎ Ｗｕｌｉ

ｌａｋ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７， ３８（２）： ５７⁃６４． ＤＯＩ： １０．１５９２８ ／ ｊ．１６７４⁃３０７５．２０１７．０２．００９． ［周彦锋， 周游， 尤洋．
五里湖人工基质上着生藻类群落结构及其影响因子研究． 水生态学杂志， ２０１７， ３８（２）： ５７⁃６４．］

［１１］ 　 Ｌｉ ＷＣ．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Ｗｕｌｉ Ｂａｙ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１９９６， ８（Ｓ１）： ３７⁃４５． ＤＯＩ： 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１９９６．ｓｕｐ０６． ［李文朝． 五里湖富营养化过程中水生生物及生态环境的演

变． 湖泊科学， １９９６， ８（Ｓ１）： ３７⁃４５．］
［１２］ 　 Ｗｕ ＸＷ． 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ｕｌｉ Ｌａｋｅ ｉｎ １９５１．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１９６２， （１）： ６３⁃１１３． ［伍献文． 五里湖

１９５１ 年湖泊学调查． 水生生物学集刊， １９６２， （１）： ６３⁃１１３．］
［１３］ 　 Ｊｉａｎｇ ＷＬ， Ｗｕ ＨＳ， Ｂｉａｎ Ｂ．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１２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ｆｒｏｍ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Ｗｕｌｉ ｌａｋ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 ２４（２）： ６２⁃６４， ６９． ［姜伟立， 吴海锁， 边博． 五里湖水环

境治理经验对 “十二五” 治理的启示． 环境科技， ２０１１， ２４（２）： ６２⁃６４， ６９．］
［１４］ 　 Ｘｕ ＷＤ， Ｍａｏ ＸＷ， Ｗｕ ＤＨ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Ｗｕｌｉ Ｌａｋｅ ｏｆ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Ｗａ⁃

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１２（８）： ６０⁃６３． ［徐卫东， 毛新伟， 吴东浩等． 太湖五里湖水生态修复效果

分析评估． 水利发展研究， ２０１２， １２（８）： ６０⁃６３．］
［１５］ 　 Ｚｈｕａｎｇ Ｙ， Ｔａｎｇ ＸＪ， Ｓｈｅ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ｆｏｒ 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ｒｉ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２０１４， ２８（２）： ４９⁃５４． ［庄严， 汤小健， 盛翼等． 蠡湖综合整治

十年来水环境变化的研究． 干旱环境监测， ２０１４， ２８（２）： ４９⁃５４．］
［１６］ 　 Ｌｉ ＷＣ， Ｙａｎｇ ＱＸ， Ｚｈｏｕ ＷＰ．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ｕｌｉ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１９９４，

６（２）： １３６⁃１４３． ＤＯＩ： 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１９９４．０２０６． ［李文朝， 杨清心， 周万平． 五里湖营养状况及治理对策探讨． 湖泊科

学， １９９４， ６（２）： １３６⁃１４３．］
［１７］ 　 Ｙａｎ ＣＺ， Ｘｕ ＱＪ， Ｚｈａｏ ＪＺ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ｋｅ Ｗｕｌ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４， １７（３）： ４４⁃４７． ［颜昌宙， 许秋瑾， 赵景柱等． 五里湖生态重建影响因素及其对策

探讨． 环境科学研究， ２００４， １７（３）： ４４⁃４７．］
［１８］ 　 Ｇｕ Ｇ， Ｌｕ ＧＦ．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ｕｌｉ Ｌａｋｅ，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０４， １６（１）： ５６⁃

６０． ＤＯＩ： 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０４．０１０８． ［顾岗， 陆根法． 太湖五里湖水环境综合整治的设想． 湖泊科学， ２００４， １６（１）：
５６⁃６０．］

［１９］ 　 Ｓｈｅｎ ＹＬ．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Ｗｕｌｉｈｕ ｄｒｅｄｇ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ｏｒ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５， ２４（２）： ２３⁃２５， ３８． ［沈亦龙． 太湖五里湖清淤效果初步分析．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 ２００５， ２４（２）： ２３⁃
２５， ３８．］

［２０］ 　 Ｚｈｕ Ｘ， Ｚｈａｎｇ ＹＷ．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ｕｌｉ Ｌａｋ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 ２５（１）： ８６⁃８９． ［朱喜， 张

扬文． 五里湖水污染治理现状及继续治理对策． 水资源保护， ２００９， ２５（１）： ８６⁃８９．］
［２１］ 　 Ｂａｉ Ｘ， Ｃｈｅｎ ＫＮ， Ｈｕａｎｇ Ｗ ｅｔ 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Ｗｕｌｉ Ｌａｋｅ，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２６（５）： ６⁃１０． ［柏祥， 陈开宁， 黄蔚等． 五里湖水质现状与变化趋势． 水资源保护，
２０１０， ２６（５）： ６⁃１０．］

［２２］ 　 Ｊｉａｎｇ Ｘ， Ｗａｎｇ ＳＨ， Ｙａｎｇ ＸＦ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Ｌ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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